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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异质性与创新效率

———基于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

李　雷，杨水利，陈　娜

摘　要：基于超效率共同边界函数测算了中国３０个省 （市）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从线性与非线性双重视

角探讨了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区域工业企

业创新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从区

域异质性看，“互联网＋”对西部与中部地区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结果表明，现阶

段 “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不仅有助

于提升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而且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创新效率差距。研究结果可为有效推进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及 “互联网＋”战略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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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长期依赖资源消耗、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取得快速增长的
同时，也出现了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产业结构失衡、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尤其在技术创新领域，
囿于自身基础研发能力薄弱、产业共性技术供给缺失、创新系统网络建设滞后等弊端［１］，中国工业
企业创新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２］，已成为阻碍当前中国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梗阻［３］。
在此背景下，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对过去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改进与优化，也是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在这一转变过程
中，由于经济发展逻辑与驱动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技术创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成为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益切入点。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４］，已逐渐成为引发经济与产业变革的

核心技术，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且广泛的影响。在２０２０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中，互联网充分
体现了其在连接、共享、融合、协作等方面的优势，在疫情部署防控、加快复工复产、统筹区域资源
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多次提及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与网络强国，推进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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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５］。毋庸置疑，“互联网＋”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及工业
创新体系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２０２０》资料显示，截止２０２０年，中国已
建成５Ｇ基站超过４８万个，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３５．８万亿元，工业互联网产业总体规模超过２万
亿元。那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互联网＋”模式的迅猛发展能否助力区域工业创新系统提升
创新效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互联网＋”改善工业创新效率又表现出何种特征规律？对不同地区
创新效率的影响又存在哪些差异？回答上述问题，揭示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
响，对当前有效实施 “互联网＋”战略、促进两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 “互联网＋”创新展开了大量研究。宏观层面，前期研究主

要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如何影响经济效率。蔡跃洲和张钧南［６］研究发现，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
具有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成为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７］，同时这种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
及经济落后地区更为显著［８］；郭家堂和骆品亮［９］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等四个维度进一步探讨了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发现互联网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韩先锋［１０］等
基于创新溢出效应视角，发现 “互联网＋”不仅可以直接推动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还可以通过人力
资本积累、金融发展等间接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赵振［１１］提出 “互联网＋”的实质是通过实
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实现 “跨界经营”，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与价值重塑［１２］。
产业层面，韩先锋等［１３］研究发现信息化技术对工业行业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李

海舰等［１４］基于产业融合理论，认为互联网通过 “连接一切”实现了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了产业
融合创新能力；黄群慧等［１５］进一步以制造业为例，重点探讨了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
内在机制，发现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唐晓华等［１６］则从阶段异质性特征出发，分析了
“互联网＋”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互联网＋”对于研发阶段的创新效
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于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微观企业层面，ＭｃＧｕｉｒｅ等［１７］认为，“互联网＋”的推广应用有助于企业开展原发性与先导性

创新，增加了企业的创新主动性和可持续性［１８］，Ａｒｔｈｕｒ［１９］从知识溢出效应出发，认为互联网的普
及与应用推动了信息和知识在公众中的溢出与积累，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供了知识来源，有助于
企业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技术，进而促进了企业的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２０］。杨德明等［５］基于互联
网的外部性特征解析了 “互联网＋”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与提升路径，Ｌｉ［２１］具体以供应链
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提升了供应链的逆向整合能力，有效促进了供应链联盟的整
体创新，进而提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创新能力，王可等［２２］进一步以制造企业为例，结合世界银
行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而 ＷＵ等［２３］研究发
现互联网应用与企业创新效率呈现 “倒 Ｕ形”关系，过度依赖互联网将会阻碍企业创新效率的持
续提升。王春燕和张玉明［２４］以小微企业为例，从开放式创新视角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小微企业创
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通过整合性、灵活性、开放度对小微企业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Ｐａｕｎｏｖ等［２５］则基于异质性视角，认为由于存在行业等异质性因素，互联网对各行业企业创新效率
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既有文献从宏、中、微观等视角探讨了 “互联网＋”对不同主体创新能力及创新效率的影响，

结论多为正向的、积极的，但是也忽视了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与本文研究最为紧密的文献多聚
焦于企业层面，只有极少数文献探讨了互联网与区域创新效率的关系，而关于互联网是否影响了区
域工业创新效率的研究尚属空白，缺乏关于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创新效率影响的系统研究。那
么，“互联网＋”对工业创新效率有作用吗？如果有，这些作用又呈现何种特征？上述问题目前仍
缺乏明确答案；其次，现有关于创新效率评价的研究较少关注技术异质性问题，鲜有结合区域技术
异质性视角探讨 “互联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再次，现有研究多从阶段异质性视角分析 “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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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与技术创新的关联，缺少基于线性与非线性视角的系统研究。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尝试从以下三方面做出改进：一是结合区域工业技术异质性特征，使用

基于共同边界的ＳＢＭ超效率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的创新效率差异及变化趋势；二是将 “互联网

＋”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创新效率的
影响；三是基于线性、非线性双重视角对区域工业创新系统中是否已显现互联网 “网络效应”，特
别是 “梅特卡夫”定律是否适用进行了讨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基础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连接、共享、融合、协作等特征推动信息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企

业研发创新活动中通过替代效应、渗透效应、溢出效应、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有效提升区域工业
企业的创新效率：

１．从替代效应视角看，促进创新要素的结构优化。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其替代效应源于
自身的技术进步，通过互联网产品与服务价格的持续下降及互联网资本积累加速实现，属于直接效
应［６］。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投入要素［２６］，其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信息不确定性带
来的经济成本、相关部门的协作交易成本，同时技术进步使得互联网相关产品单位性能价格出现显著
下降，有效推动了互联网产品和技术对其他传统要素的持续替代，促进了互联网资源在组织创新活动
中的普及与应用，增强了数据、信息等高级要素在企业研发活动中的贡献。因此，“互联网＋”通过
持续优化创新要素的结构配置、提升创新要素的供给质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

２．从渗透效应视角看，提升产业融合创新水平。“互联网＋”具有融合和渗透特征，其普及应
用加速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进程，强化了信息技术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的扩散与渗透，
促进了工业内部各细分行业之间，工业与研发试验、产品设计、信息咨询等服务行业之间的相互融
合与相互渗透［２７］。因此，“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有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向融合，加速了从技
术创新到市场创新再到产业创新的嬗变过程，进而有效促进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３．从溢出效应视角看，促进知识溢出与信息扩散。与其他信息技术一样，“互联网＋”存在网
络外部性与溢出效应［９］。“互联网＋”有效推动了不同地区信息与技术的传播、扩散与协同，促进
了跨地区的数据交互、信息共享与知识溢出［１７］。此外，“互联网＋”的网络外部性特征改变了企业
传统的研发模式，为企业构建创新网络、搭建创新平台、打造创新生态提供了技术支持，驱动企业
的创新方式从 “内部研发”向 “开放式创新”转变［２８］，显著拓宽了企业的创新边界，强化了企业
之间的创新溢出，提升企业 “跨界创新”的能力［１１］。

４．从效率效应视角看，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研发效率。首先，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具
有高融合性，可作为先导技术直接融入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环节，实现了研发设计的数字化与智能
化。在 “互联网＋”技术支持下，通过产品在线数据模型，可直接实现产品研发设计的模拟仿真及
优化改进，减少了企业在研发试验中的创新资源投入，提高了工业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的效率［２９］；
其次，“互联网＋”降低了企业在研发创新过程中的信息搜集、部门协调等交易成本［１４］，借助互联
网极低的边际成本优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分享信息数据与知识经验；再次，“互联网＋”
的普及使得创新主体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有助于形成以数据和信息为核心的组织治理体系［３０］，
缓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成本。

５．从配置效应视角看，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需求不确定难题。首先，“互联网＋”显著缓解了企
业研发活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３１］，减少创新活动的中间环节，提高了企业对于信息、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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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和管理能力。其次，新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的主要
障碍，长尾理论表明互联网有效缓解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供求不确定的问题［１４］，有助于企业快
速捕获客户需求，精准把握市场对新产品、新服务的需求动态，因此可以有效增强企业研发创新的
目的性、针对性与实效性，提升企业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与应用效率［５］。此外，利用互联网的大数
据分析技术，企业能够提升预测顾客需求、预判市场新动态的能力，有助于产生新的产品创意，激
励企业提高创新速度，引导企业改进现有产品或开发新型产品，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基于上述
五方面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互联网＋”可以显著促进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即 “互联网＋”对工业企

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非线性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互联网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其自身的技术变革使得 “互联网＋”的应用效果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呈现显著的动态演化过程［３２］，因此 “互联网＋”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不仅存
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还存在非线性动态关系：

一方面，“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的价值与节点数的平方相等，即随着互联网用户数目不断
增加，整个网络的价值将快速扩张，表现出网络溢出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梅特卡夫定律背后的理
论是网络外部性的乘数效应［３３］。在 “互联网＋”发展初期，由于自身的技术、用户规模、应用领
域等多方面限制，导致创新资源在 “互联网＋”环境下的替代、渗透、溢出效应尚不明显，此时工
业企业应用 “互联网＋”获得的创新收益尚未凸显。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其供给规模、应用
范围、渗透领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极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难题，企业研发部门可以更有效地获
取应用部门及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助力企业提升研发效率；同时借助 “互联网＋”的连接能力，企
业之间可以结成创新联盟、构建创新网络，促进了创新资源、要素的高效共享与合理流动，加快了
企业由 “内部创新”向 “开放式创新”转变，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看：边际递减效应法则表明，随着一种投入要素连续等量增加，在达到

一定水平后，所提供的效用增量就会下降。本文认为，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投入要素一样，互联
网同样适用边际效应递减法则，当 “互联网＋”应用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达到 “顶点”

后，继续提升互联网领域的投入将会出现单位投资效用下降的情形。进一步地，从 “互联网＋”战
略实施的效果看，由于建设 “网络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为抢抓政策红利、把握发展机
遇，在财政补贴、行政审批及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了互联网企业及相关项目更多支持。近年来区块
链、移动互联网等 “互联网＋”应用项目遍地开花，由于政策刺激效应以及缺乏顶层设计与区域协
调，难免出现 “一哄而上”与重复建设现象，造成互联网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同时政府资源配给可
能存在 “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在资源配置上可能存在扭曲［３４］，“寻租”、“骗补”行为时常发
生，也会对 “互联网＋”应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互联网资源的持续投入可能会产生一定的
路径依赖与 “挤出效应”。随着互联网技术对于企业创新活动贡献水平的不断提升，可能出现企业
对于互联网技术的过度依赖情形，容易导致企业在研发创新环节忽视对专业型人才的投入，形成了
互联网资源对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其他资源的 “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持续提升。

综合上述两方面分析可知，在承认 “互联网＋”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促进效应的同时，也需考
虑要素的边际递减效用以及资源扭曲、配置效率不高等现实因素。因此，现阶段 “互联网＋”对创
新效率的促进效用可能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２：现阶段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将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
性特征。

—８２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三）异质性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既有研究已经证实，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显

著的区域差异，致使创新效率也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３５］。鉴于此，“互联网＋”在工业企业
创新系统中的促进效应可能会受到技术异质性 （这里 “技术”是指将创新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

属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结合区域技术属性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进行客观评价。从互联网综合发展
水平看，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互联网投资建设、普及应用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
时根据现有文献的测算，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创新效率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虽处于落后位置，但是其创新效率增长与改善
的空间也相对较大，因此当前难以直接判断不同区域 “互联网＋”对于创新效率促进作用的强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互联网＋”对不同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将呈现一定的异质性特征。

三、区域创新效率评价

合理测度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成为本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基于共同前沿的ＳＢＭ 超效
率模型进行效率测算。ＳＢＭ超效率模型作为非径向效率评价模型，可以有效突破ＢＣＣ、ＣＣＲ等传
统ＤＥＡ模型只能同比例增减的约束，在解决了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的同时，还能实现对有效决策
单元的排序。模型具体形式如公式 （１）所示，其中ｎ为决策单元的个数；λｊ 反映了生产单元线性
组合的系数；θ为缩减比例，取值范围在０～１之间，当θ值为１时，说明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已为最
优水平，如θ＜１，表明决策单元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

ｍｉｎθ＝

１
ｍ∑

ｍ

ｉ＝１
ｘｉ／ｘｉ０

１
ｓ∑

ｓ

ｒ＝１
ｙｒ／ｙｒ０

ｓ．ｔ．　ｘ≥ ∑
ｎ

ｊ＝１，≠０
λｊｘｊ

ｙ≤ ∑
ｎ

ｊ＝１，≠０
λｊｙｊ

∑
ｎ

ｊ＝１，≠０
λｊ ＝１

λ≥０，ｙ≥０

（１）

进一步地，为避免使用单一前沿面测算效率所导致的缺陷，本文借鉴Ｏ’Ｄｏｎｎｅｌｌ等［３６］的处理
方式，按照决策单元所固有的异质性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异质性组群以及以各组群边界包络所
形成的共同前沿 （ｍｅｔ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其具体可表示为：Ｔｍｅｔａ ＝｛（ｘ，ｙ）｜ｘ∈ＲＭ＋；ｘ可以生产ｙ｝，同时
生产可能性集Ｐｍｅｔａ为：Ｐｍｅｔａ（ｘ）＝｛ｙ：（ｘ，ｙ）∈Ｔｍｅｔａ｝。因此，基于距离函数的投入产出效率值可以
表示为：Ｄｍｅｔａ（ｘ，ｙ）＝ｉｎｆθ｛θ＞０：（ｙ／θ∈Ｐ（ｘ））｝＝ＴＥｍｅｔａ（ｘ，ｙ）。同时，还可把所有决策单元按
照固有特征分为ｋ个组群，组群的边界技术集可以表示为：Ｔｋ ＝｛（ｘ，ｙ）｜ｘ≥０；ｙ≥０；ｘ可以生
产ｙ｝。此时，生产可能性集Ｐｋ 可以定义为：Ｐｋ（ｘ）＝ ｛ｙ：（ｘ，ｙ）∈Ｔｋ｝，ｋ＝１，２，…，Ｋ。基于距
离函数的效率值可表示为：Ｄｋ（ｘ，ｙ）＝ｉｎｆθ｛θ＞０：（ｙ／θ∈Ｐｋ（ｘ））｝＝ＴＥｋ（ｘ，ｙ），ｋ＝１，２，…，

Ｋ。在投入既定的前提下，决策单元基于共同边界所得出的效率值为ＴＥｍｅｔａ（ｘ，ｙ）或Ｄｍｅｔａ（ｘ，ｙ），基
于组群边界所得出的效率值为ＴＥｋ（ｘ，ｙ）或Ｄｋ（ｘ，ｙ），其中ｋ为组群的个数。两类效率的比值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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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同技术比率（ＭＴＲ），具体如公式（２）所示。基于共同边界的效率值ＴＥｍｅｔａ（ｘ，ｙ）可被分解为两
部分的乘积，一部分为基于组群边界的效率值，另一部分则反映组群边界与共同边界之间的技术落
差比率，即ＴＥｍｅｔａ（ｘ，ｙ）＝ＴＥｋ（ｘ，ｙ）×ＭＴＲｋ（ｘ，ｙ）。

ＭＴＲｋ（ｘ，ｙ）＝ＴＥ
ｍｅｔａ（ｘ，ｙ）

ＴＥｋ（ｘ，ｙ）
＝Ｄ

ｍｅｔａ（ｘ，ｙ）
Ｄｋ（ｘ，ｙ）

（２）

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东、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创新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本文按照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法将决策单元划分为三个异质性组群，同时在研究中剔除
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最终保留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３０个省际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创新资
源投入方面，考虑到Ｒ＆Ｄ存量指标需要主观设定折旧率进行测算，导致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本文最终选取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经费内部支出额代表创新物质资本投入，选取各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Ｒ＆Ｄ人员全时当量作为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方面，新产品销售收入可以较好地反映
已被市场认同的创新价值，同时专利能够较好地体现工业企业创新活动的产出情况。鉴于此，本文
选取各省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创新产出。

表１给出了样本期内各省 （市）创新效率的分布结果。从共同前沿效率值 （ＧＴＥ）看，东部地

表１　各省份创新效率结果分布

地区 省份 共同效率均值 （ＧＴＥ） 组群效率均值 （ＭＴＥ） 共同技术比率 （ＭＴＲ）
东部 北京 ０．７７　 ０．９８　 ０．７９

天津 ０．５４　 ０．６８　 ０．７９
河北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８０
辽宁 ０．５０　 ０．６４　 ０．７９
上海 ０．８２　 ０．９２　 ０．８９
江苏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９７
浙江 ０．７８　 ０．８９　 ０．８８
福建 ０．５０　 ０．６８　 ０．７３
山东 ０．５８　 ０．６２　 ０．９４
广东 ０．９６　 １．０１　 ０．９５
海南 ０．５２　 ０．９２　 ０．５７
均值 ０．６５　 ０．７８　 ０．８３

中部 山西 ０．４２　 ０．７４　 ０．５７
吉林 ０．６９　 ０．８９　 ０．７７
黑龙江 ０．３３　 ０．４８　 ０．６９
安徽 ０．８９　 ０．９１　 ０．９８
江西 ０．４６　 ０．５７　 ０．８１
河南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９８
湖北 ０．５９　 ０．６１　 ０．９７
湖南 ０．８１　 ０．８４　 ０．９７
均值 ０．５８　 ０．６９　 ０．８４

西部 广西 ０．６６　 ０．６９　 ０．９５
重庆 ０．６９　 ０．８６　 ０．８１
四川 ０．６４　 ０．８４　 ０．７６
贵州 ０．５６　 ０．７５　 ０．７５
云南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９５
陕西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９６
甘肃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９４
青海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９９
宁夏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９６
新疆 ０．６４　 ０．６６　 ０．９６
内蒙古 ０．４０　 ０．４６　 ０．８７
均值 ０．５６　 ０．６３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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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整体均值为０．６５，中部地区为０．５８，西部地区为０．５６，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广东效率值最高，为０．９６；中部地区安徽效率值最高，为０．８９，西部地区青海效率值最
高，为０．８２。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前沿下的效率均值 （ＧＴＥ）低于组群前沿下的效率均值
（ＭＴＥ），其中东部地区的ＭＴＲ均值为０．８３，说明东部地区现有创新技术能够达到潜在共同边界
技术水平的８３％，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平均创新技术分别达到潜在共同技术边界的８４％和９０％。共
同技术比率整体最高的为西部地区，由于西部地区组群效率均值 （ＭＴＥ）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导
致共同技术比率值普遍较高，平均技术差距显著低于东部与中部地区。
进一步地，本文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图

１显示，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效率均值 （ＧＴＥ）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趋势，在２０１７与２０１８年出现小幅下降。东部地区效率均值始终高于全国和中、西部地区
创新效率的均值，表明三大区域创新效率的不平衡现象显著存在。

图１　全国及三大区域创新效率均值

进一步地，本文对三大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收敛性进行判定。目前关于效率收敛性的研究
主要包括σ收敛和β收敛，σ收敛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创新效率标准差是否会随时间缩小；β收敛表
示不同地区创新效率具有趋同的发展稳态，即考察是否存在追赶高创新效率地区的态势。由图２可
知，全国及三大区域创新效率的σ值均呈下降态势，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三大区域内部，创新
效率波动的幅度逐渐趋缓，反映了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差距有缩小趋势，其中东部地区σ值始
终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样本期内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波动程度较小。

图２　全国及三大区域创新效率σ收敛值

β绝对收敛可表示为：ｌｎＧＴＥｉｔ＋１－ｌｎＧＴＥ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ＴＥｉｔ＋εｉｔ，其中ｌｎＧＴＥｉｔ＋１以及ｌｎＧＴＥｉｔ
分别为ｉ地区在ｔ＋１期与ｔ期的创新效率，β１ 为收敛系数，系数β１ 值为负，表示呈现β收敛。从表
２可知，全国层面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样本期内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整体呈现趋同发展态势，
即存在创新效率 “追赶效应”；东、中、西三个组群的回归系数全部显著为负，表明在组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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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 （市）的创新效率均呈现趋同发展态势。

表２　全国及三大地区ＧＴＥ值的绝对β收敛检验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Ｌ．ｌｎＧＴＥｉｔ －０．８０８＊＊＊ －０．７５９＊＊＊ －０．７９２＊＊＊ －０．８５２＊＊＊

（－８．３４） （－１５．７９） （－２１．８１） （－４．５０）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１０　 ７７　 ５６　 ７７

Ｒ２ ０．４９３　 ０．５７７　 ０．４７９　 ０．５０１

　　　 注：＊、＊＊、＊＊＊分别表示各变量的系数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括号内为ｔ统计量。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设，为检验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设

定了如下基准模型：

ＴＥｉｔ ＝α０＋α１ＩＮＴｉｔ＋αｉＸｉｔ＋λｉ＋εｉｔ （３）
公式 （３）中，ＴＥｉｔ表示ｉ省 （市）在ｔ年的创新效率，ＩＮＴｉｔ代表ｉ省 （市）在ｔ年的 “互联网

＋”综合发展水平，λｉ表示ｉ省 （市）的个体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α１ 为 “互联网＋”发展水平
的估计值，向量Ｘ为控制变量，反映省际层面其他可能影响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相关变量。
考虑到 “互联网＋”的创新溢出效应可能是动态变化的，在参考 Ｈａｎｓｅｎ［３７］面板门槛模型基础上，

本文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单一门槛），如公式 （４）所示：

ＴＥｉｔ ＝α０＋α１ＴＥｉｔ－１＋α２ＩＮＴ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γ）＋α３ＩＮＴ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γ）＋αｉＸｉｔ＋λｉ＋εｉｔ （４）
式 （４）中，ＴＥｉｔ－１为ＴＥｉｔ滞后一期项，以控制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特征，ＩＮＴｉｔ既是核心解释

变量，也是门槛变量，γ为待估的门槛值，将省际样本划成两个区间，两个样本区间的估计系数存
在差异。Ｉ （·）为指示函数，在满足括号内条件的情形下，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式 （４）仅表示
存在单一门槛值的情形，如果存在多个门槛值，则可将模型拓展如公式 （５）：

ＴＥｉｔ ＝α０＋α１ＴＥｉｔ－１＋α２ＩＮＴ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γ１）＋α３ＩＮＴ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γ１）＋…

＋αｎ＋１ＩＮＴ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γｎ）＋αｎ＋２ＩＮＴ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γｎ）＋αｉＸｉｔ＋λｉ＋εｉｔ （５）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区域工业创新效率，使用前文第三部分基于共同前沿的创新效率值 （ＧＴＥ）
予以表征，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基于组群前沿的效率值 （ＭＴＥ）衡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 “互联网＋”发展水平，目前关于 “互联网＋”
发展水平的衡量包括单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借鉴黄群慧等［１５］、韩先锋［３２］的处理方法，本文
基于综合指标法，从互联网普及、互联网应用、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商务服务四个维度，选取

１１项指标予以衡量，具体如表３所示。本文基于熵权法赋予不同指标权重，测算出 “互联网＋”
综合发展指数。结果显示，全国 “互联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均值从２０１１年的０．１９６逐步增
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０．２３８；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均值最高，为０．２３６，中部地区为０．２０１，西部地区均
值最低，为０．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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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一级指标 代理指标

互联网普及 互联网普及率 （％） 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网民规模 （万人） 网民总数量

移动互联网用户 （％） 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口数量
互联网应用 互联网接入水平 （个／万人） 每万人宽带接入端口数

企业互联网应用能力 （个） 企业平均拥有的网站数

互联网连接设备水平 （个／万人） 每万人计算机拥有数

互联网产业发展水平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

占总单位从业人员比重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站点数 （个／万人） 每万人拥有的网站数

光缆建设 （公里） 长途光缆线路总长度

互联网资源情况 （个／万人） 每万人拥有的ＣＮ域名数
互联网商务服务 快递业务规模 （件／人） 人均快递业务量

３．门槛变量：本文选取的门槛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同，均为 “互联网＋”发展水平，旨在
探讨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创新效率是否存在动态变化的门槛特征。

４．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使用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ＦＤＩ总额比同期

ＧＤＰ表征；研发投入强度，使用研发经费支出总额占ＧＤＰ比重描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使用技
术市场交易额与同期ＧＤＰ之比反映；城镇化水平，使用城镇人口占地区人口总数比值衡量；政府
干预程度，使用财政支出占同期ＧＤＰ的比值表征；金融支持程度，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比值衡量；市场化程度，借助樊纲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市场化水平，目前 《中国分省份市场
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的数据仅更新至２０１６年，本文通过数据拟合，进一步外推至２０１８年。

５．工具变量：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离不开 “互联网＋”的发展及应用，同时 “互联
网＋”的发展也需要工业技术水平的支持，两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准确识别 “互联网＋”
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净效应，本文尝试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相应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由于互
联网的应用最早始于电话线拨号接入，因此 “互联网＋”发展与固定电话普及存在一定关联，即固
定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区域有可能是 “互联网＋”应用发展较好的区域。此外，邮局作为铺设固定电
话的主管部门，区域邮局的数量与布局也将影响固定电话的分布，进而影响 “互联网＋”发展。另
一方面，历史上固定电话数量及邮局数量对当前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几乎没有影响，满足了排他
性要求。基于上述分析，参考黄群慧等［１５］的处理方法，本文以各省 （市）１９８４年每万人固定电话
数及每百万人邮局数作为区域 “互联网＋”的工具变量，同时由于选取单年数据作为工具变量，会
导致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时出现无法衡量问题，本文进一步构造了各地区１９８４年每万人固定电
话数 （ＩＶ１）及每百万人邮局数 （ＩＶ２）分别与上年度全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额的交互项，作为地区 “互联网＋”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３０个省 （市）（剔除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样本），同时考虑到样本的可

得性与连续性，最终确定研究时段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基础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
库》及各省 （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为消除价格的影响，本文对所涉及货币计量
的部分数据使用ＧＤＰ平减指数，统一折算为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实际价格，为缓解异常值对估计结果
的影响，对所选变量进行两侧１％的缩尾处理，对于个别年份个别省 （市）的缺失值，使用均值法
进行插补，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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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共同前沿创新效率 ＧＴＥ　 ２４０　 ０．５９９　 ０．５４３　 ０．２２２　 ０．２６０　 １．１６６
组群前沿创新效率 ＭＴＥ　 ２４０　 ０．７０２　 ０．６６７　 ０．２３９　 ０．２８９　 １．２２１

解释变量与门槛变量 “互联网＋”发展水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２４０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０　 ０．０２２　 ０．１８３　 ０．２８６
金融支持程度 Ｆｉｎａｎ　 ２４０　 １．０６４　 １．０２７　 ０．４８１　 ０．００４　 ２．２７７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Ｆｄｉ　 ２４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７
研发投入强度 ＲＤ　 ２４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７

控制变量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Ｉｎｔｅｌｌ　 ２４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　 ２４０　 ０．５５９　 ０．５３８　 ０．１２８　 ０．３４４　 ０．８９３
政府干预程度 Ｇｏｖ　 ２４０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０　 ０．５９６
市场化程度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４０　 ６．４３２　 ６．３１３　 １．９１２　 ２．５５１　１０．５１７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模型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得到解释变量的ＶＩＦ平均值为２．３７，小于１０，表明变量

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５呈现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１）使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 （ＯＬＳ）进行估计；模型 （２）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影响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
率的控制变量；模型 （３）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 （４）在模型 （３）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入 “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平方项，以考察 “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是否存在非
线性关系；模型 （５）为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２）

和 （３）的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及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后结论依然成立。即从线性关系视角看，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从调整后的Ｒ２ 可知，在加入相关
控制变量后，方程的拟合程度进一步提升。模型 （５）中，Ｋ－Ｐ　Ｗａｌｄ　Ｆ 检验的结果表明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的结果显示所选工具变量是合理的，估计系数为９．０５１，在１％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回归结论仍然成立。“互联网＋”综合
发展指数提升１％，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平均提高９．０５１％。模型 （４）的结果显示，在加入 “互
联网＋”平方项后，“互联网＋”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分别为正号和负号，同时二次项系
数不显著 （ｔ值为－１．４５）。模型 （４）的结果表明现阶段 “互联网＋”发展与创新效率不存在 “倒

Ｕ型”的非线性关系，但仍然不能判别是否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后续将结合动态
面板门槛模型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１。

当前，我国已从工业化时代迈入后工业化时代，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迈入工业化新阶段的必
由之路。在此情形下，推动产业互联网发展、促进 “互利网＋”与工业深度融合、强化 “互联网

＋”的创新溢出效应，成为工业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依托 “互联网

＋”的深度应用与工业互联网的平台整合，可以有效实现企业之间创新资源的集聚共享与协作交
互，推动企业从内部独立研发向开放式创新转型；另一方面，“互联网＋”催生了新技术、新模式，
可以通过数字孪生、虚拟仿真等先导技术直接融入工业企业研发设计环节，加速了企业由传统研发
模式向数字化研发与智能化研发转型，显著提升了工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推动了互联网技术赋能工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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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互联网＋”与创新效率的基准回归

变量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ＩＶ
（１） （２） （３） （４）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４．０４２＊＊＊ ４．５４５＊＊ ６．２６３＊＊＊ １２．０４９＊＊ ９．０５１＊＊＊

（７．８８） （２．０８） （３．４４） （２．５０） （２．９９）

Ｆｉｎａｎ　 ０．２１０＊＊＊ ０．１３５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７＊

（３．３４） （１．４０） （１．７８） （１．８３）

Ｆｄｉ －０．９１５ －１．１５３ －１．１２０ －１．６１４＊＊

（－１．０６） （－０．８３） （－０．８０） （－２．１３）

ＲＤ　 ０．２２３＊＊ １．３９２＊ １．５０４＊ １．７０３＊

（２．０９） （１．７８） （１．７３） （１．７２）

Ｉｎｔｅｌｌ －０．０３８ －２．１９８ －１．６１５ －４．１３５＊＊

（－０．０８） （－０．９０） （－０．６７） （－２．１８）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１） （１．６９） （１．３７） （１．８６）

Ｇｏｖ　 ２．０２４＊＊＊ １．７４１＊＊ １．８９２＊＊ １．５０３＊＊＊

（８．１３） （２．５２） （２．６９） （２．８９）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７．２７） （１．２１） （１．１７） （０．８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２ －１１．７６０
（－１．４５）

常数项 －０．２９２＊＊ －０．８９５＊＊＊ －１．１５１＊＊＊ －１．８２０＊＊＊

（－２．５２） （－３．８０） （－３．３５） （－２．７９）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ＩＶ１　 ０．００５＊＊＊

（６．８３）

ＩＶ２　 ０．００１＊＊

（２．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４．３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８．７７
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 ０．１５７
样本量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２４
Ｒ２ ０．１５２　 ０．２３７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２　 ０．２６１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括号内为ｔ统计量，以下各表同。

（二）时空效应分析
表６模型 （１）—模型 （３）的结果显示，“互联网＋”滞后１－３期估计系数全部在１％水平显著

为正，同时从估计系数看，滞后１－３期的估计系数分别为７．８２３、６．３５４和７．５４３，全部大于当期
的估计值 （６．２６３），表明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当期，还存在明
显的滞后和累积效应。模型 （４）—模型 （６）显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互联网＋”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互联网＋”的发展应用显著促进了三大地区工业创新效率水平提升，进一步
佐证了本文的假设１；同时 “互联网＋”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现为 “西部＞中部＞东部”分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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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西高东低”的现象呢？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
区 “互联网＋”开展较早、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互联网＋”对工业创新的溢出红利已提前释放，
致使创新效率提升对 “互联网＋”发展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西部地区由于互联网发展相对滞
后，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互联网＋”对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区域异质性分
析的结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全国及区域层面的创新效率呈现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态势。实证
结果显示，“互联网＋”对西部与中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有助于缩小东部与中西
部地区间的创新效率差距，促进创新效率整体呈现收敛趋势。从现实情形看，近年来得益于西部大
开发战略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有序推进，中西部地区加大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在弥补网络基
础设施发展短板的同时，也提高了区域网络资源的配置水平，实现了与东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有
效衔接。借助 “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与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逐渐缩小了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创新
效率差距，有效推动区域创新系统形成 “创新追赶效应”。

表６　区域异质性及滞后效应分析

滞后效应分析 区域异质性分析

滞后１期 滞后２期 滞后３期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２．８７１＊ １０．１５３＊＊＊ １４．０９５＊＊＊

（１．８９） （４．３１） （４．５６）

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７．８２３＊＊＊

（３．３９）

Ｌ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６．３５４＊＊＊

（３．６０）

Ｌ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７．５４３＊＊＊

（３．７６）

常数项 －１．３４２＊＊＊ －１．１０９＊＊＊ －１．２７９＊＊＊ －０．２００ －１．１７５＊＊ －２．９１９＊＊＊

（－３．３１） （－２．７８） （－３．７５） （－１．０１） （－２．４６） （－４．４７）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１０　 １８０　 １５０　 ８８　 ６４　 ８８
Ｒ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５５　 ０．２８１　 ０．１３９　 ０．３４３　 ０．４６７

互联网形成的 “追赶效应”对于破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前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严重阻碍了各地区之间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交换，是导致
内循环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３８］。“互联网＋”开放、共享、协作的特征可以有效促进区域间信息、
技术、知识、经验等资源要素的共享与交互，因此有助于提升落后地区的资源引进能力与吸收能
力。现阶段，我国正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实施 “互联网＋”行动计划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发展，还可以提高资源
要素的流通效率，从而有效破解制约 “双循环”要素流通的障碍，夯实 “双循环”的发展基础。

（三）进一步讨论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互联网＋”与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验

证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尝试使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图修匀法 （Ｌｏｗｅｓｓ）对 “互联网＋”与区
域工业创新效率进行曲线拟合。图３给出的拟合结果显示：“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
的Ｌｏｗｅｓｓ曲线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趋势，表明 “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之间
可能存在门槛效应，需要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模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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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曲线拟合

由于 Ｈａｎｓｅｎ［３７］提出的门槛面板技术仅适用于静态面板模型，未能反映研究对象之间的动态关
联，也忽视了对内生变量的处理。基于此，本文参考陈恒等［３９］的处理方式，将 “互联网＋”发展
水平设定为门槛变量，基于静态面板门槛模型估算门槛值，随后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纳入方程，
依据不同的门槛值使用系统ＧＭＭ方法对分区间参数进行动态估计。使用自举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５００
次，估计Ｆ统计量及门槛变量的临界值。静态面板估计结果显示：门槛变量在５％的水平上通过了
单一门槛检验 （Ｆ值为８．９１６，Ｐ值为０．０２５），拒绝了存在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假设，门槛值为

０．２５６。根据上述划分的不同区间，采用系统ＧＭＭ模型分析不同 “互联网＋”发展水平下的动态
门槛效应。

表７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ＧＴＥ
（１）

Ｌ．ＧＴＥ　 ０．５２２＊＊＊ （４．２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４．１２３＊＊ （２．１７）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０．２５６
３．８９３＊ （１．８７）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０．２５６

常数项 －０．８５９＊＊ （－２．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ＡＲ （１） ０．００１
ＡＲ （２） ０．７２７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０．８１４
样本量 ２１０

表７给出了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由模
型 （１）可知，Ｌ．ＧＴＥ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
系数为０．５２２，表明滞后期的创新效率对当期效率值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控制创新效率的动
态变化是必要的。“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
效率之间存在单一门槛，当 “互联网＋”水平≤门槛
值０．２５６时，“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
效率的作用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４．１２３；
当 “互联网＋”水平超过门槛值０．２５６时，其对创新
效率的作用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估计系
数下降至３．８９３。动态面板门槛分析的结论表明随着
“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对创新效率的溢出

效应存在递减趋势，这一结论佐证了本文的假设２，即随着 “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其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未满足 “边际效应递增”的动态关系。

进一步考察各省 （市）“互联网＋”发展指数与门槛值的关系后可知，样本期内仅有北京、上
海两市的 “互联网＋”综合发展指数高于门槛值，剩余２８省 （市）均低于门槛值，表明当前中国
“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低且分布不均衡。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数据显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五省 （市）分列２０２０年中国互联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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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综合排名前五位，与本文测算的 “互联网＋”综合发展指数排名基本一致。中西部地区受制于
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互联网＋”发展整体
处于落后位置。未来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把握 “互联网＋”战略与 “网络强国”战略的建设机遇，持
续增加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争取从 “互联网＋”发展建设中获取更多的溢出红利。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通过东、中、西部分区域回归已初步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具有稳健性。为进一步检验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尝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测试：

１．更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共同前沿效率值 （ＧＴＥ）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使用组群前沿效率值 （ＭＴＥ）进行替换，仍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
结果如表８模型 （１）所示。模型 （１）中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回归系数为３．６６８，在５％的水平显著为正。

表８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ＦＥ　 ＦＥ　 ＦＥ　 Ｔｏｂｉｔ　 ＰＱＲ　 ＰＱＲ　 ＰＱＲ
Ｑ＝０．１　 Ｑ＝０．５　 Ｑ＝０．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３．６６８＊＊ ７．６３５＊＊＊ ２．５８０＊＊ ６．１２０＊＊ ４．０７９＊＊ １．０５１＊

（２．０９） （３．０１） （１．９７） （２．４５） （２．４９） （１．７７）

ＩＰＲ　 ０．０１１＊＊＊

（３．０７）

Ｆｉｎａｎ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８＊ ０．０４０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２
（１．０３） （１．７６） （０．３０） （３．４３） （１．４１） （１．８３） （０．４５）

Ｆｄｉ －２．３９０＊ －１．０４５ －１．３５７ －０．９１５ －２．５０２ －１．１７４　 ０．３２７
（－１．７２） （－０．８５） （－１．１４） （－１．０４） （－１．２６） （－１．１３） （０．１７）

ＲＤ　 １．２４６＊ １．１８４＊ ２．６０６＊＊ ０．２２３＊ １．８８０　 １．３９９＊ ０．８５６
（１．８８） （１．８１） （２．５２） （１．８５） （１．００） （１．８４） （０．４８）

Ｉｎｔｅｌｌ －３．６８８＊ －０．５４３ －３．６５３ －０．０３８ －０．９３７ －２．１７８ －３．５８１
（－１．６８） （－０．２８） （－１．２１）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７９） （－０．７１）

Ｕｒｂａｎ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１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７
（１．７１） （０．１３） （０．８３） （０．０１） （１．７２） （１．７５） （０．１９）

Ｇｏｖ　 １．８３８＊＊＊ １．８７５＊＊＊ １．３９３＊ ２．０２４＊＊＊ ２．２６８＊＊ １．９１０＊＊＊ １．３７９
（３．３８） （３．１０） （１．７８） （７．６１） （２．２２） （３．００） （０．９３）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７３） （１．１８） （０．７１） （６．２３） （０．３４） （０．６７） （０．３９）

常数项 －０．４６９＊ －０．２７９＊＊ －０．９５９＊＊ －０．８９５＊＊＊

（－１．６７） （－２．１１） （－２．０５） （－３．６８）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６４　 ０．２７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７１　
样本量 ２４０　 ２４０　 １５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基准回归使用综合指数法衡量区域 “互联网＋”发展水平。鉴于此，
借鉴韩先锋等［１０］处理方式，使用各省互联网普及率 （ＩＰＲ）表示 “互联网＋”的发展水平。表８模
型 （２）的结果显示，ＩＰＲ估计系数为０．０１１，在１％水平上显著。

３．更换估计时间。删除前三年的样本数据，使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估计；模型 （３）结果表明，在删除部分年份数据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４．更换估计方法。由于被解释变量创新效率为大于０的受限变量，本文进一步使用Ｔｏｂｉｔ回归
进行估计。模型 （４）的结果表明，采用Ｔｏｂｉｔ回归后，估计系数为２．５８０，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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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非线性关系检验。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ＰＱＲ）进行估计，选取０．１、０．５、０．９作为
分位点，考察 “互联网＋”在不同分位点上对于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模型 （５）—模型 （７）为使
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随着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不断提升， “互联网＋”
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佐证了前文边际效用递减关系的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理论方面，本文基于基础作用机制、非线性作用机制、异质性作用机制三个维度，阐述了 “互
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内在关联；实证方面，本文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省际面板数据，
从线性与非线性双重视角考察了 “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从而为深入实施
“互联网＋”行动计划奠定了事实基础。具体而言，结论有以下几点：

１．从区域创新效率评价看，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共同技术比
率看，西部地区组群创新水平与共同前沿创新水平的差距最小；从效率收敛程度看，无论是全国层
面还是区域层面，创新效率均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表明现阶段全国及各区域内部创新效率的
差距均呈现收缩趋势。

２．“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使用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
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后，结论依然成立；从时间维度看，“互联网＋”的创新溢出存在显著的滞后效
应与累积效应；从区域异质性视角看，“互联网＋”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３．“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关系，表明现阶段
“互联网＋”的梅特卡夫定律和网络效应在提升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中的作用尚未突显。根据本
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１．加大互联网应用普及与建设力度，缩小区域间的信息落差与数字鸿沟。现阶段，中国的互
联网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分布不均且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鉴于此，在实施 “互联网＋”行动计划
过程中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第一，主动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发展机
遇，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特别是在工业互联网、区域链等高价值领域，要充分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动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应用普及。第二，以推进 “网
络强国”战略为契机，加快制定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顶层设计，做好区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的统筹规划与协调推进，避免出现 “一哄而上”与重复建设现象。与此同时，要强化政府的政策引
导与区域协调能力，促进区域互联网资源的互联互通与高效衔接，最大化发挥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与
积累效应。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有效打破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保障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
实践效果。

２．优化区域互联网资源配置，实施差异化的 “互联网＋”区域创新发展策略。现阶段，东部
地区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已处于较高水平，其创新效率的提升对互联网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
东部各省市应更加关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应用互联，特别是加强５Ｇ网络、工业互联网
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进一步提高 “互联网＋”对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中西
部地区各省市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远低于门槛值，因此可适度推动相关政策、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
斜，弥补中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短板。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应该积极把握新一代信息技
术所提供的 “弯道超车”机遇，加快实现区域互联网的全域覆盖与功能共享，尤其是提升中西部地
区在信息与技术等领域的 “资源链接”能力，强化 “互联网＋”对中西部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
提升作用。通过实施差异化的 “互联网＋”区域创新策略，在提升东部地区创新效率增长潜力的同
时，还可以有效挖掘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空间，从而促进区域工业创新系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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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互联网为载体重塑区域工业创新系统，推动 “互联网＋工业创新系统”的深度融合。一
方面，应充分发挥互联网资源共享、高效便捷、开放协作的优势，加快构建以 “互联网＋”为载体
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等组建开放式创新网络，从而促进知识、信
息、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主体间的高效共享与合理流动，加快形成跨主体、跨
领域、跨环节的区域一体化创新系统。另一方面，持续推动互联网与工业创新系统的深度融合，积
极引导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新兴网络技术在工业企业创新领域的应用与普及，通过新技
术、新模式的全面推广与深度应用，综合提升工业企业的创新效率，为区域工业网络化、数字化创
新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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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雷，等：“互联网＋”、技术异质性与创新效率———基于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


